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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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银行开展的金融业务
根据《章程》规定，国家银行经营十多种业务。由于当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战争频发、经济落后，国家银行在履行货币发行和流通管理职能的同时还兼行现代商业银行之职，实际中国家银行主要开展发行货币、存款贷款、代理国库、管控现金和发行推销公债等业务。
[bookmark: _GoBack](一)积极吸收存款，扩大资金来源，回笼货币。苏维埃政府通知党政军各机关和公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户，国家银行通过吸收政府财政性存款和红军部队、公营企业贸易收入和销售收入、合作事业股金和收入回笼货币。
财政性收入存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性收入来源主要有红军筹款，通过活跃经济增加的土地税、商业税收入等途径。1932年7月之后，王明“左”倾路线贸然取消主力红军筹款任务之后，财政压力骤增，1932年-1934年，以发行公债借贷、提高税率并减少银行透支的办法应对紧急时期和紧急任务。
合作事业存款。到1933年7月底，吸收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生产、消费和粮食合作社的股金存款达到215915元。
对外贸易收入存款。中央苏区政府充分利用钨矿这一战略物资打通赣州与广东粤军军阀的贸易通道，在苏区边界交通运输方便之地开辟中央苏区的“经济特区”，税收减半，吸引白区商人与苏区贸易。1933年仅稻谷一项一年可输出300万担，收入1200万元，赣县江口对外贸易分局，每月出口额少则60余万元，多则150万元以上。随着中央苏区经贸、商业的繁荣，国家银行的存款资金不断得到充实。
(二)严防并制止高利贷，实施低利借贷。《经济政策》严令要以革命的法律严防与制止一切恢复奴役与高利贷关系的企图。1932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借贷暂行条例》，宣布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规定国家银行、信用合作社或私人借贷之非高利贷性质的周转和为帮助某种生产事业而举行的各种借贷，苏维埃政府不加以干涉;规定借贷利率最高每月不得超过一分二厘，长期不得超过一分。当时国家银行的贷款发放对象主要包括了中央苏区农业、工业、粮食调剂、合作社、对外贸易等。虽然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国家银行的存续时间并不长，但对中央苏区的各项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有力促进了苏区的军工产业、农业和经贸发展。
(三)代理金库。建立健全各级财政管理机构，统一财政制度，统一预决算才能杜绝财政舞弊，保证行政和军政如臂使指、莫不制从。1931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规定苏区财政收入支出实行严格的预算和决算。1932年下半年颁布了《国库暂行条例》，规定“国库统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库管理局管理之，其金库则委托国家银行代理之，总金库设于总行，分金库设于分行，支金库设于支行”，“总分支金库主任，由国家银行总分支行行长兼任”，赋予国家银行全权代理金库的特权。自1933年起，国家银行各级机构设立了国库科，总行设总金库，分行设分金库，支行设支金库，区设特派员。各级行长为各级金库主任。由于代理金库的需要，促进了国家银行各省县分支行的普遍建立，迅速拓展了金融事业的“战略纵深”。
(四)发行、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在中央苏区，国家银行代理临时中央政府承担了三次公债发行、推销任务，办理经售公债票及还本付息。
第一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60万元。第四次反“围剿”前夕，为支援红军战斗，保证军需供给，1932年7月，中央人民委员会讨论并决定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临时中央政府专门发布第9号布告，说明革命战争公债的意义和目的，明确公债发行范围与期限，计划在湘赣、湘鄂赣苏区发行10万元，中央苏区分5期每期10万元发行共计50万元公债，从7月1日至30日发行完毕。为避免各级政府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以简单命令代替政治动员，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向广大群众宣传解释公债意义与工农群众购买公债的义务。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6月26日颁布《执字第13号训令》，要求要营造“不买公债券是一件革命战士的耻辱”的舆论氛围，各级政府利用会议报告、开展竞赛等方式，努力做好宣传鼓动工作，鼓励工农群众自愿认购，责令富农大中商人认购，激发政府、团体乃至个人认购公债的热忱。
这期革命公债，广大工农群众热烈拥护，踊跃认购，发行任务很快顺利完成。其中江西全省共推销367105.5元。到期(或未到期)公债就在土地税、商业税、店租扣抵收入中大部分收回。江西石城、宁都、会昌、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推销的公债直接由国家银行集中办理，其他各县、红军推销的公债由苏维埃、红军经理机关集中转交国家银行办理。
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120万元。1932年10月，为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充裕战争经费，临时中央政府下达战争紧急动员令，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120万元。中央执行委员会特颁第17号训令，就债款分配数目、发行和收款日期、集中款项地点、动员群众办法等，作了具体规定。这期公债期限半年，从1932年11月1日开始分5期发行，11月30日前收清，次年6月1日起还本付息。在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和踊跃申购下，仅仅半个月的时间这期公债认购128万元，比原定数目超出8万多，其中江西全省共推销72万元。所收款项集中于国家银行和国家银行福建分行。公债到期后，国家银行进行兑付，广大军民却将公债退还给政府(到1934年5月中，退还90多万元)，或将到期公债换为经济建设公债，支援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933年3月底，红军胜利击退敌人第四次“围剿”，7月22日，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批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8县苏维埃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和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资。《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随之同时颁布，《条例》明确规定了公债发行数量、购买方法、公债用途、公债利率以及还本付息期限。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报告，对经济建设公债的用途作了进一步详细的说明：“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经济建设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1933年8月28日，为尽快完成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任务，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署发布《为发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第26号布告，临时中央政府下发《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秘书处专门印发《关于推销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的宣传大纲》。依靠政治动员和群众工作的经验法宝，到1934年2月，各地承诺推销的公债超300万元，但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上节节失利，经济建设公债无法按时完成认购，一再展期，最终未能全额交至国家银行。还本付息工作也因长征而中断。未偿还的公债延至全国解放后1954年由各级人民银行负责还本付息。为照顾群众利益，维护新中国人民政府公债的信誉，当年公债券一律照本金一元折合第一套人民币12500元兑付，利息认定从起息日计算到兑付时为止。
八、中央苏区经济金融战线的货币斗争
伪造、拒用、贬低、煽动挤兑国家银行纸币通常是敌对势力破坏中央苏区金融秩序和货币币值稳定惯用的卑鄙伎俩。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宣传教育、严苛法令、保障物资供应等方式维护国家银行信用、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反革命分子。
严苛法令惩治破坏国家银行信用的反革命行为。1933年，国民党军统特务铸造劣质假银币流通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年3月15日《红色中华》登载，瑞金有奸商，经常把国家银行的纸币故意跌价，抬高现洋价格，搜藏现洋，企图造成苏区金融恐慌，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会昌、瑞金、汀洲等地也都出现过破坏国家信用的案件，部分奸商有计划地组织向银行兑换银元，操纵物价，送出大量银元到白区。1933年9月24日《红色中华》记载，在瑞金，广聚德和合盛昌两家商店的食盐，银元与国家银行纸币购买差距达1.3倍，1元银元可买16两，而一元纸币只购得12两。还有的商人经政府通告后，继续故意不使用国家银行纸币。
针对拒用、贬低、伪造、套现苏币等反革命行为，中央苏区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捣毁了国民党特务的假币制造窝点，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惩治破坏苏区经济、扰乱金融市场的法规条令，坚决打击对红色金融的破坏捣乱者，明令各级政府和肃反机关按照各地实际情况对付破坏国家银行货币信用的反革命行为，将一批极端破坏分子处以极刑。
1933年7月，人民委员会发布第十三号训令以镇压破坏国家银行货币信用的反革命分子。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中规定：“以破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为目的，制造或输入假的苏维埃货币，公债票，及信用券者。或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的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的价格引起市面恐慌者。或煽动居民向苏维埃银行挤兑现金或藏匿大批现金，或偷运大批现金出口，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均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监禁。”
政府组织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宣传教育广大群众不要受造谣破坏者的影响。通过一段时间严刑峻法的治理整顿，操纵物价、贬低苏币信用、偷运银元的情况得到了遏制，使国家银行纸币币值基本维持稳定。
面对挤兑危机，保证物资调控能力，维护苏币信誉。1933年初，由于中央苏区盐、棉布等大宗品严重依赖外部，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严重，致使银元大量流失，国营商店、合作社日用品供应跟不上，一些县城私人商店、商摊摆出“只收现洋”的牌子，国家银行一度出现了挤兑现象。面对挤兑风潮，毛泽民坚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并且必须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同时等待红军的战场物资收获。没过多久，红军按计划运回了大量银元和食盐、棉布等大批日用品物资保障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的供应，国营商店和合作社挂出“只收纸币，不收现洋”的牌子，苏区群众又可以用国家银行纸币购买到价廉日用品。经过这一次挤兑风波，国家银行发现货币本位的根本规律：金银并非货币的唯一信用保障，重要的物资同样也可以成为货币发行的信用支撑。国家银行采取巧妙的信用措施，打了一场漂亮的信用保卫战，成功地巩固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信誉。(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编著)

